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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耦”还是“脱钩”? ∗

———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关联

汪卫华∗∗

内容提要 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冷战时代“美国制造”的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比较政治与区域研

究曾有过一段相互参酌、交织发展的协作时期;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两者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渐趋疏离.通过追溯比较政治与区域

研究如何从早期携手并进的“耦合”状态,走向“解耦”以致“脱钩”的
过程,不难发现,二者“解耦”是政治学科内聚度提升的自然结果.不

过,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解耦在所难免,脱钩全无可能”,从经验材

料到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在继续朝政治学学科“高内聚”方向发展的

同时,放松一些科学研究认识论上的“门户之见”,承认“处境条件”之
于“因果解释”的重要价值,它与区域研究保持良性的“低耦合”互动

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关键词 世界政治 比较政治 区域研究 方法论 知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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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冷战时代的“美国制造”.①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到８０年代,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曾有过一段相互参酌、交织发展的协作时期;
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两者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渐趋疏离.比较政治与区

域研究之间这种明显的疏远趋势到底意味着“解耦”还是“脱钩”? “DecouＧ
pling”在不同语境里既可理解为“解耦”,也可说成“脱钩”.本文从该词出发,
探讨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各自秉持了什么样的认识论立场,各自呈现出怎样

的知识愿景,进而,对中国自身的外国问题研究又有何启发.

一、“解耦”抑或“脱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英语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研究强调进一步“科学

化”,与人文色彩浓厚、注重“地方性知识”的区域研究刻意拉开距离,更热衷

“与学科理论对话”,成为难以遏制的潮流.②

借用“Decoupling”,可以描述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的这种疏远趋势.
一方面,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单方面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战”开始,中美

之间经济、科技、人文交流领域的“脱钩”就成了全世界的热门话题.“DecouＧ
pling”即“脱钩”,经济、金融领域通译如此,借喻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渐行渐

远”,也很形象.但同一个英文词,电子电路领域习称“去耦”,软件工程上唤作

“解耦”,都是强调降低电子元件或软件模块之间的“耦合”(coupling)程度.
“脱钩”还是“解耦”,在中文语境里,一语改易,映像遽别———对于明显可以区

分开、但又相互影响的两个独立实体,到底皆属同一个整体(即一个系统、两个

子系统),抑或只是两个不同系统,用“脱钩”还是讲“解耦”,显然预设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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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对外国问题的研究意义上讲,世界各国经验不一,比如近代欧洲及俄罗斯的“东方学”“汉学”、新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等,都是依据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取向独立形成的学术系统,有些内容当然与本文

讨论的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存在交叠.但本文仅在严格的“学科建制”意义上谈论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和区域研究(areastudies),不将它们视为以外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宽泛知识.这两个领域都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学界刻意打造的社会科学“新传统”,伴随着英语作为各国学界共通的学术语言,影响遍

及全世界.
RobertH．Bates,“AreaStudiesandtheDiscipline:AUsefulControversy?”PoliticalScienceand

Politics,Vol．３０,No．２,１９９６,pp．１６６Ｇ１６９;PeterJ．Katzenstein,“AreaandRegionalStudiesintheUnited
States,”PoliticalScienceandPolitics,Vol．３４,No．４,２００１,pp．７８９Ｇ７９１;２０１６年１月,欧博文(KevinJ．
OBrien)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第十二届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上的主旨发言«与学科

理论对话还是与中国研究对话»(管玥译),参见欧博文:«中国研究在空洞化,但仍然有理由培养中国问题专

家»,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１４３８４６５,２０１６年３月３日,２０２１Ｇ０６Ｇ１０.尽

管欧博文教授的立论是就中国研究领域而言的,但他对学科化、专门化的观察显然适用于各区域国别研究

领域.



系统观:说美国要与中国“脱钩”,言下之意,两大经济体各自独立,大幅降低双

方经贸联系,就能给美国带来“产业回流”.姑且不论在经济全球化凯歌高奏

近半个世纪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主权经济实体能否做到“一别两宽,各自安

好”,反正“脱钩”的确代表了某些“妄人”主观上对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种

预设视角.说“去耦”或“解耦”,则无论电子电路也好,软件架构也罢,都以维

护整体系统的完整性为出发点———为了让整个系统运转顺畅、功能稳定、效率

提升,必须尽可能降低电子元件或软件模块之间因相互联系而相互影响的“耦
合”效应带来的干扰.软件工程领域,通常把“耦合”分为七级,要求设计软件

架构时,各模块间之间耦合度越低越好,尽量使用数据耦合,少用控制耦合,限
制公共耦合,完全不用内容耦合.于是,“高内聚、低耦合”就成了每位程序员

都知晓的软件架构设计基本原则.
本文把“脱钩”与“解耦”并举,借以隐喻两种不同的“Decoupling”———如果

将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视为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知识系统,强调“科学与人文”
“通则式知识与特例式知识”的差别,那么,两者“脱钩”在所难免;但如果将双

方都视为对外国问题(本文语境中主要是社会与政治议题)的研究,那么通过

“解耦”,来实现双方的“低耦合”,倒也未必不妥.
同样诞生于冷战时代,都是“美国制造”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和

区域研究皆以外国的国内问题或特定地区之内的问题为研究对象,从而有别

于主要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关系”.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起步,到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冷战终结,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曾有过４０年相互参酌、交织发展的

时期.但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双方在知识诉求、学科定位、核心关切、研究

手段上的差别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英文语境的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中,有相当

一部分比较政治学者将区域研究视作“人文学的天下”,认为区域研究专家在

“科学方法”上不得要领,更不以一般性因果理论为追求,从而倾向于彻底否定

区域研究的“科学意义”.① 而另一部分立足区域研究的比较政治学者,反感

“定量方法家们”用统计学或形式模型把持政治学“科学方法”话语权的“霸
道”,在他们看来,学科理论研究如果脱离区域国别知识根基,无非成了空中造

楼、沙上建塔.② 总之,无论在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这两个学术共同体之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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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RobertH．Bates,“AreaStudiesandPoliticalScience:RuptureandPossibleSynthesis,”Africa
Today,Vol．４４,No．２,１９９７,pp．１２３Ｇ１３１．

StephenE．Hanson,“Chapter９:TheContributionofAreaStudies,”inToddLandmanandNeil
Robinson,eds．,TheSAGE HandbookofComparativePolitics,ThousandOaks,C．A．:SAGEPublicaＧ
tions,２００９．



是在比较政治学者内部,对于比较政治要不要跟区域研究“保持距离”乃至“划
清界限”,仍旧争议不绝,缺乏共识.

更麻烦的是,与比较政治在政治学科内业已确立的稳固地位相比,区域研

究到底算不算得上自成一体的研究领域,的确存疑.按照通常的理解,区域研

究是以特定的地理区域或文化区域为聚焦对象的跨学科(多学科)社会研究.①

但到底什么是“区域”? 世界上有多少个“区域”? 区域研究到底是跨学科(多
学科)的研究,还是大体上成了人类学家或后现代论者自说自话的“保留地”?
区域研究是否只能“呈异”而无法“求同”,与一般性理论天然不兼容? 这些区

域研究本身的可争议处,无疑强化了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立场上日趋“高内聚”
的政治学家们对区域研究“不科学”的刻板印象.

本文并不打算去澄清区域研究的属性———或许这也是不能或不必完成的

任务———而只聚焦于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追溯历史,看
看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如何从早期携手并进的“耦合”状态,走向了“解耦”以
致“脱钩”.在此基础上,引出一些事关中国的比较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发展

前景的思考.

二、耦合: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早期的携手并进

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冷战时代的知识产物.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前,以“比较政府”为内容的比较政治已经在美国政治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但这

种以若干欧美国家政制比较为中心任务的“公法研究”,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以

追求政治科学一般性理论为目的的“比较政治”是两码事.② 与之类似,１９世

纪形成的古典学、东方学、殖民地研究,纵然不妨视作当代区域研究的渊源,但
它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国学术界兴起的、以美国全球性的国家利益为

服务对象、以亚非拉地区现实问题为关注重点的“区域研究”也是两码事.③ 从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社会科学界,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两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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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ertHoffmannandAndreasMehler,“AreaStudies,”EncyclopediaBritannica,４Feb．,２０１５,htＧ
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reaＧstudies,２０２１Ｇ０６Ｇ１４．

GerardoL．Munck,“ThePastandPresentofComparativePolitics,”inGerardoL．Munckand
RichardSnyder,Passion,Craft,andMethodinComparativePolitics,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Ｇ
tyPress,２００７,pp．５２Ｇ５８．

ZoranMilutinovi＇c,“Introduction:AreaStudiesinMotion,”inZoranMilutinovi＇c,ed．,TheRebirth
ofAreaStudies:ChallengesforHistory,Politic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２１stCentury,LonＧ
don:I．B．Tauris,２０１９．



才真正起步,在冷战时代确立了各自的基本知识生态,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

国学界.①

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兴起有完全一致的现实动力.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走上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自身利益遍及

全球,迫切需要加强对亚非拉地区现实状况的了解.尤其是１９５８年美国«国
防教育法»出台,确立相关研究与教学资助框架后,立足地缘政治视野形成

的区域划分惯例沿用至今.在政治局面、地理空间、人文传统这三个维度

中,区域划分标准首先是政治性的,进而也决定了不同区域有不同的问题

焦点.②

其次,意识形态竞争成为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潜在的主基调.为了遏制

苏联扩张及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涨,尤其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情

势下,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客观上必须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提供

足够强有力的辩护或证成(justification).“极权主义”顺理成章地被转化为共

产主义的“污名”.但更急迫的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还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亚非拉地区“去殖民化”大潮中的社会大众,提供一套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论述的新版社会解释与未来愿景.于是乎,基于欧美历史经验概括而成的、以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分法为基石的“现代化理论”成为不二之选.解释

或诠释“传统与现代”,描绘“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把欧美发达工业社会塑造为

亚非拉地区去殖民化之后的样板———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都是在这个基本纲

领下起步的.
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经历了

携手并进的“蜜月期”,尤其是在学术建制化和元理论支撑上,双方经历几乎一

模一样.
在学术建制化方面,突出体现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ScienceReＧ

searchCouncil,SSRC)的整合作用.区域研究方面,１９４２年社会科学研究理

事会就与人文领域的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Ｇ
eties,ACLS)以及全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NRC)合作组

建了拉丁美洲研究委员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区域研究委员会建

制之始.１９４７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设立“世界区域研究探索委员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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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BruceCumings,“BoundaryDisplacement:AreaStudiesandInternationalStudiesDuringandAfter
theColdWar,”BulletinofConcernedAsianScholars,Vol．２９,No．１,１９９７,pp．６Ｇ２６．

除了美国和加拿大,拉美及加勒比地区、西欧、东欧、(后)苏联地区、中东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
东亚、东南亚、南亚、南太平洋地区是最常见的区域划分方式.



规划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区域研究.由密歇根大学日本研究专家罗伯

特霍尔(RobertB．Hall)主笔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报告«区域研究:及其

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正式开启了区域研究的建制化进程.① “霍尔报告”
为区域研究设定了三大目标:拓展人文学科(包括外国语言研究)与急剧变革

的世界的相干性;通过广泛的跨学科研究,连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与共

产主义急剧进入全球对抗的情势下,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６７
年,拉美、斯拉夫与东欧(后改为“苏联研究”)、南亚(SouthernAsia)、中国、近
东与中东、非洲、日本、朝韩等区域研究委员会先后设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

后,两个理事会又陆续组建了东欧、西欧、南亚、东南亚、穆斯林社会研究委员

会.除１９８５年组建的“穆斯林社会研究委员会”之外,区域划分明显体现了美

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缘政治关切.
比较政治研究的建制化同样受惠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大力推动,但

与区域研究不同的是,比较政治研究还受到来自政治学科内部美国政治研究

“行为主义革命”的压力.②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１９４５年组建的“政治行为委

员会”,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研究领域的“行为主义革命”推向了高

潮.③ 受这一成功经验的鼓舞,１９５３年,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等人主

导,创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委员会”,迅速将“行为主义革命”带
动的科学化方向引入了比较政治领域.④ 比较政治委员会组建后,就刻意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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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RobertB．Hall,AreaStudies: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irImplicationsintheSocialSciＧ
ences,Pamphlet３,NewYork: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May１９４７;DavidL．Szanton,“IntroducＧ
tion:TheOrigin,Nature,andChallengesofAreaStudiesintheUnitedStates,”DavidL．Szanton,ed．,The
PoliticsofKnowledge:AreaStudiesandtheDisciplines,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２００４,pp．１Ｇ３３.另参见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９—４０
页.牛可认为,１９４３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发布的«汉密尔顿报告»可视为美国地区研究运动“发动宣言”,
而１９４７年的«霍尔报告»可视为地区研究运动“宪章”(牛可文中将“areastudies”译为“地区研究”).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以梅里亚姆、拉斯韦尔为领军人物的美国政治学“芝加哥学派”在美国

政治研究领域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帷幕,但受战争及期间流亡到美国的大批欧洲知识分子带来的思想

影响,美国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在战后才全面展开,并在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形成了新的研究重镇.
政治行为委员会的领导人彭德尔顿赫林(E．PendletonHerring,１９０３—２００４)是美国利益集团政

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于１９４８—１９６８年出任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主席.此后陆续担任过政治行为委员

会主席的有大卫杜鲁门(DavidTruman)、大卫伊斯顿(DavidEaston)、罗伯特达尔等,都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美国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主将,也都先后出任过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主席.
比较政治研究的开拓者阿尔蒙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取得博士学位,深受梅

里亚姆、拉斯韦尔“行为主义”研究取向的影响,在１９４６—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３年间他又两度任教于耶鲁大

学(战后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重镇).阿尔蒙德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生动地反映了“行为主义革命”
对比较政治的影响,但本书的讨论对象只有墨西哥属于“第三世界”,参见 GabrielA．AlmondandSidney
Verba,TheCivicCulture:PoliticalAttitudesandDemocracyinFiveN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３.总体而言,除政治文化、政治传播等研究议题外,很难说“行为主义”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是比较政治的主导范式.



时“直白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法学式的,至多是哲学式的比较政治研究”拉
开距离,它开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鼓励对欧洲及非欧洲国家的利益集团政治

进行研究———这恰恰是发端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政治行为研

究”着力推动的研究议题,也是时任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彭德尔顿赫林

(E．PendletonHerring)的学术兴趣所在.

１９６０年,比较政治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阿尔蒙德与科尔曼

(JamesColeman)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覆盖了世界上各地区的政

治状况,“真正做到了用现代社会科学去支撑比较政治研究,与盛行的偏狭主

义做法一刀两断”.① １９６３年继任比较政治委员会主席的白鲁恂(LucianPye)
主编了九卷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以“政治现代化”为
中心的政治发展研究基本框架俨然成型.② 同一时期,利特尔—布朗出版社

推出“比较政治丛书”,在“分析研究”之外另辟“国别研究”系列,堪称比较政

治理论建构与外国国别政治研究并进的标志.这套丛书的“分析研究”系列

中最知名者,当属１９６６年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合作的«比较政治:发展研究路

径».该书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导论”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比较政治

“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纲领”.③ 白鲁恂在这一系列中推出的«政治发展面面

观»文集,④以及不属于这一系列的美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阿普特(DavidE．
Apter)撰写的«现代化的政治»,⑤理论风格上与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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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赫拉尔多L．芒克、理查德斯奈德编著:«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汪卫华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７４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丛书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推出的六卷中,只有第三卷聚焦于讨论日本与土耳其的政

治现代化,其余都是以议题来组织的,分别讨论传播、官僚制、教育、政治文化、政党与政治发展.１９７１年出

版的第七卷转向讨论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次序,参见 LeonardBinderandJosephLaPalombara,eds．,Crises
andSequencesinPoliticalDevelopment．StudiesinPolitical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UＧ
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１.丛书最后的第八卷和第九卷都转向了重新反思欧美自身的历史经验,参见 Charles
Tilly,ed．,TheFormationofNationalStatesinWestern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１９７５．RaymondGrewandDavidD．Bien,CrisesofPoliticalDevelopmentinEuropeandtheUnited
Stat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８.后三卷明显体现了经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欧美

社会自身的动荡后,比较政治研究受政治社会学家们的影响,理论兴趣开始转向.有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
７０年代初世界政治形势的整体变动造成的智识影响,参见汪卫华:«差异政治的历史经验与当下处境»,«中
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７—３０页.

GabrielA．AlmondandG．BinghamPowell,ComparativePolitics:ADevelopmentalApproach,
Boston:Little,Brown,１９６６.该书１９７８年第二版更名修订为ComparativePolitics:System,Process,and
Policy,内容有很大改动,中译本见〔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LucianW．Pye,AspectsofPoliticalDevelopment:AnAnalyticStudy,Boston:Little,Brown,
１９６６.中译本见〔美〕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DavidE．Apter,ThePoliticsofModernizati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６５.中

译本见〔美〕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李剑、郑维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体一致.
与美国政治领域深耕政党政治、利益集团、选举政治等“行动”(action)领

域的政治行为研究不同,以欧美历史经验为模板、亚非国家为对象的比较政治

研究把“结构功能主义”确立为起步时期的主导元理论.从帕森斯社会理论和

人类学功能主义发展出来的这套比较政治“元理论”,与区域研究具有天然的

“亲和力”.毫无疑问,这也是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在最初的２０余年间携手并

进的根本思想基础.
洎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半期,相当一部分政治学者对结构功能主义僵化的

宏大理论叙事感到厌烦,在彼时欧美社会时代激荡的大背景下,对欧美自身历

史经验的深入反思,促成了现代化主题之下衍生的“旁支复调”———１９６６年苏

俄研究专家出身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Jr．)发表了«独裁与民主

的社会起源»,①１９６８年,美国政治研究出身的亨廷顿发表了«变革社会中的政

治秩序»,尽管二者都着重社会结构解释,但已不再泛论现代社会的整体特性

及现代化变革的普遍影响,转而专注于农村阶级结构变动所造就的现代化路

径差异,或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张力,从而既与大而化之的“结构功

能主义”拉开距离,又紧扣“现代化”主旨.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与土耳其的政

治现代化»一书的作者之一②丹克沃特吕斯托(DankwartA．Rustow)在

１９７０年发表了«往民主转型:通往一套动态模型»,开启“民主转型”研究之先

河.③ 而“行为主义革命”旗手之一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也在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从美国政治转入比较政治,于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先后推出经典之作

«革命之后»«多头政体»,④也预示了比较政治研究在美国政治研究主流理论关

切的推动下,朝着中程理论(middlerangetheory)问题、政体比较问题转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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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BarringtonMoore,Jr．Soci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LordandPeasantinthe
MakingoftheModernWorld,Boston:BeaconPress,１９６６.该书新中译本为王茁、顾洁译,«专制与民主的

社会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专制”与英文中若干个说法皆可对应(despotism,dictatorship,abＧ
solutism,autocracy,tyranny乃至authoritarianism),而dictatorship语源出自古罗马“独裁官”,在马克思主

义政治学传统中,通译“专政”,如无产阶级专政(DiktaturdesProletariats).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
讲到,“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

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参见«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二版,第１４７５页.
RobertE．WardandDankwartA．Rustow,eds．,PoliticalModernizationinJapanandTurkey,

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４．
DankwartA．Rustow,“TransitionstoDemocracy:TowardaDynamicModel,”ComparativePoliＧ

tics,Vol．２,No．３,１９７０,pp．３３７Ｇ３６３．
RobertA．Dahl,AftertheRevolution?AuthorityinaGoodSociety,NewHaven:YaleUniversity

Press,１９７０．RobertA．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andOpposition,New Haven:YaleUniversity
Press,１９７１．



前景.①

同一时期,拉美与欧洲背景的学者们则提出了可被“西方世界”所接受的

改良版理论路径———立足拉美经验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立足西方后

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反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版“国家与社会”关系论.只不

过,它们要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才渐趋成熟,且没有从根本上取代现代化理论在

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两个领域的主导地位,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

化理论的主基调.
总起来讲,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到６０年代,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携

手并进取决于四个方面:(１)对“现代化”的共同愿景;(２)“结构功能主义”
元理论共识;(３)在知识诉求上不满足于描述,而是带着理论关切去了解事

实、形成概念,但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主要在“划分范畴”而非“验证因果”;
(４)比较政治还没有那么“科学化”,这一时期的“操作工艺”还没那么精细,
还不那么讲究研究方法.这种“耦合”又是不对称的———比较政治研究起步

伊始,就立足于追求一般性理论解释,必然需要剪裁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比

较政治研究的理论抱负,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逐步

“解耦”埋下了伏笔.

三、解耦:“方法论自觉”拉开了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距离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比较政治领域出现明显的“方法论自觉”与“研究

议题转向”,逐步拉开了与区域研究之间的距离.这个过程实为“解耦”———比

较政治研究走向“高内聚、低耦合”,即为了强化政治学经验研究的学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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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程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提出,它是“介于遍布

日常研究之中、逐渐发展演化的次要但必需的‘工作假说’与包罗万象的、系统性的‘统一理论’(即试图解释

所有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化的一致性)之间的理论.”参见〔美〕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

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二章.译文据英文原文做了调整.国内学者往往把

“中程理论”译为“中层理论”(如唐少杰、齐心译本),但此种译名不妥.严格说来,默顿并不是在说社会学研

究对象要介于宏观/微观层面之间,而是强调这样的理论所解释社会现象的“范围”(range)是有限的.译为

“中层理论”,无法点明这个讲法所强调的理论解释力“范围”的意义,并且很容易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另一

个关键范畴“分析/抽象的层次”(level)搞混淆.“工作假说”针对可加以测量、检验的经验现象,而“中程理

论”是对有待解释的经验现象给出的适度理论说明,其解释力不是普遍的(universal),这种理论只不过是范

围有限的一般性概括.强调理论的解释力范围即适用范围,是“中程理论”有别于“一般性理论”(general
theory)这个说法的关键所在,特别有助于提醒社会科学工作者注意:不能不加限定地把“一般性理论”等同

为“普适理论”(universaltheory).“中程理论”并非针对分析层次问题来讲的.在不同研究议题和语境中,
孰为“宏观”,孰为“微观”,往往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这个译名应突出其“解释范围适中”这一含义.另外,中
文里“程”字,原本就是“度量的总名”,又指“容量”(所以才说“程度”),并非专指距离.好比说“中程导弹”固
然因其射程介乎远程导弹与短程导弹之间,但人们真正在意的是以发射点为圆心的“火力覆盖范围”.



逐渐剔除人文学的规范研究立场、区域研究特例式知识路径对于政治学经验

研究的干扰,力促实现比较政治研究的“经验科学化”.当然,这一时期比较政

治学者主观上并未疏远区域研究,而是通过带入经验研究与“中程理论”的操

作标准,与历史文化讨论和人类学的“深描”工作明确拉开距离.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到９０年代,相当一批比较政治研究杰作是以单个国家研究或若干国家定

性比较为内容的,特别是以拉美地区为对象的特定区域内跨国比较“异军突

起”,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
比较政治研究走向“高内聚、低耦合”首先是政治学科“方法论自觉”的

结果.
在“行为主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汉斯赖欣巴哈(HansReichenbach)、

卡尔纳普(RudolfCarnap)与卡尔亨普尔(CarlGustavHempel)的“逻辑经验

主义”科学哲学,①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Nagel)的“自然主义”科学说明逻

辑,②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主张的“证伪主义”科学划界标准,③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逐步塑造了美式政治学经验研究基本的“科学观”.像自然科学那

样,追求以“覆盖律”(coveringlaw)为中心建树的“一般性理论”④也成了政治

学经验研究的主流知识论立场.⑤ 照此标准,区域研究所习惯的、深入细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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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社会科学对“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解释”的认识明显受到卡尔纳普、亨普尔的

逻辑经验主义知识论和科学哲学影响,这被视为科学哲学“标准观点”.参见江天骥:«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

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逻辑经验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社会科学“科
学观”的显著影响,参见 PaulDiesing,HowDoesSocialScienceWork?:ReflectionsonPractice,PittsＧ
burgh,Pa．: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１９９１,Chapter１.

参见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版.由于中文里“解释”语义较为宽泛,国内科学哲学界通常将“explanation”译为“说明”以示区分.
波普尔所著«科学发现的逻辑»德文版出版于１９３４年,但扩充的英文版直到１９５９年才首次出版.

他的«猜想与反驳»１９６３年首版.
关于“一般规律”“覆盖律”,参见CarlG．Hempel,“TheFunctionofGeneralLawsinHistory,”The

JournalofPhilosophy,Vol．３９,No．２,１９４２,pp．３５Ｇ４８．(该文修改版收入 CarlG．Hempel,AspectsofSciＧ
entificExplanation,andOtherEssay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NewYork:FreePress,１９６５．)Carl
G．Hempel,PhilosophyofNaturalScience,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ＧHall,１９６６.尽管科学解释

致力于揭示“覆盖律”的观念是经亨普尔１９６６年的«自然科学哲学»广泛传播的,但实际上亨普尔自己提出的

是“一般规律”(generallaw),“覆盖律”的讲法反而来自反实证主义、持“理解”立场的加拿大历史哲学家威

廉H．德雷,亨普尔在«自然科学哲学»中把覆盖律、一般规律当作同义词使用,参见 William H．Dray,
LawsandExplanationinHistory,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５７.

卡尔纳普、亨普尔和内格尔的逻辑经验主义知识论和科学哲学,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美国的比

较政治研究最主要的知识论和科学观基础,直接成为设定比较政治经验研究操作与评价标准的“元科学”观
念.与之相较,波普尔“证伪主义”科学划界标准、库恩“范式转换”科学革命论,以及拉卡托斯以降的科学哲

学观点———从拉卡托斯、范弗拉森、费耶阿本德到巴斯卡和邦格的批判实在论———这些科学哲学上的新进

展更多的是被政治学家们借来装饰的,而不是拿来使用的.参见 A．JamesGregor,MetascienceandPoliＧ
tics:AnInquiryintotheConceptualLanguageofPoliticalScience,New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２００３．



整体个案考察,在科学理论上就显得无甚价值.① 如果说,对亚非拉地区具体

情况的“好奇心”,确保了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比较政治学者与区域专家的共同

兴趣,那么,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双方研究志趣因方法论立场上的分歧就已

经渐趋明显了.
在政治学科内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电脑统计软件的进一步成

熟,②大大加速了多元回归、统计推断的普及和应用(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和国际关

系两个研究领域),且有了系统的政治学量化方法论述.③ 相形之下,比较政治研

究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跨国定量比较的实例,④但受制于可获取的数据约束,还
没有“进步”到能够“排挤”定性研究的地步.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到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渐进地受到政治学科内部邻近研究领域的“方法论

规训”,逐渐更为在意如何进行“科学的比较”,而非单纯地了解外国政治状况.
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渐次展开的“科学观”重塑和研究方法革新,

区域研究专家并非没有在方法论层面为自己做辩护.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Ｇ
fordGeertz)对“深描”做了系统阐发,⑤一定程度上为区域研究设定了明显有

别于自然主义因果解释的研究目标———“意义诠释(解读)”,并得到了一些政

治学者的支持.⑥ 但这种方法论辩护又显得过于倚重个人体验和“地方性知

识”,反而加剧了区域研究内部在知识立场上的相对主义姿态和分裂倾向.尤

其是与走向“高内聚”的政治学科相比,区域研究仍旧是“一盘散沙”“各自为

战”.就在美国政治学界首套«政治学手册»出版的同一年,白鲁恂和哈里埃

克斯坦(HarryEckstein)主编了一部讨论政治学与区域研究之间关系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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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DonaldT．CampbellandJulianC．Stanley,ExperimentalandQuasiＧExperimentalDesignsfor
Research,Chicago:RandMcNally,１９６３;ArendLijphart,“ComparativePoliticsandtheComparativeMethＧ
od,”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６５,No．３,１９７１,pp．６８２Ｇ６９３．

１９６５年IBMSytem/３６０上市;１９６６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下,北卡州立大学开始推动研

发SAS统计软件,至１９７６年SAS公司正式成立;１９６８年斯坦福大学三位研究生研发出了SPSS最早版本,
并于１９７５年成立SPSS公司.

参见 HaywardR．Alker,Jr．“Polimetrics:ItsDescriptiveFoundations”,inFredGreensteinand
NelsonPolsby,eds．,TheHandbookofPoliticalScience,Vol．７,Reading,Mass．:AddisonＧWesley,１９７５,
pp．１３９Ｇ２１０.特别是该文“图１”(pp．１４４Ｇ１４５)全面地回顾了到１９７４年为止在政治学和政策研究中运用的三

条统计实践演变路径.
例如 TedGurr,“ACausalModelofCivilStrife:AComparativeAnalysisUsingNewIndices,”The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６２,No．４,１９６８,pp．１１０４Ｇ１１２４,以及后续的著作 TedGurr,Why
MenRebel,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０.

CliffordGeer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SelectedEssays,NewYork:BasicBooks,１９７３,
pp．３Ｇ３０．

在詹姆斯斯科特的研究中,尤其可以看到人类学研究风格的影子,但有别于纯粹的“深描”,斯科

特的研究终归是以呈现因果关系为目的的.



从中可以看出,“渐行渐远”已然是大势所趋了.①

除了“方法论自觉”,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比较政治研究“问题意识”的
转向也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世界的显著变化.美国急于从越南战争泥沼中抽

身,拉美和南欧的政治形势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发生松动,加上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自身的分裂和中美关系的解冻,服务于意识形态竞争的社会科学

“元理论”问题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伴随着比较政治学者的代际更替,尤其

是“民权运动”与“反战”一代开始崭露头角,“民主化”逐渐取代“现代化”,“中
程理论”逐渐取代“宏大理论”,“政治过程”逐渐取代“社会结构”,成为比较政

治研究的核心关切.
对中程理论研究的关注,使政治学科围绕不同的研究议题和主导方法,形成

了明显的内部分化,逐渐转向了“三分天下”的学科内竞争:行为主义、理性选择、
制度主义.② 文化论解释虽然在政治学内延绵不绝,但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大

体处于沉寂的“数据积累期”.③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政治学学科内部的混战

显然对于大多数政治学家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大量拉美、南欧背景的学者加入

之后,比较政治走向了明确的中程理论议题导向,而不是国别研究导向的发展路

径,外国语言训练要求进一步降低.洎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中期,比
较政治领域的理论研究,围绕着民主化和市场转型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双核”,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回归了现代化理论标志性的“李普塞特论题”(经济发展导致民

主化),④进入了一个理论检验工作蓬勃发展、理论视野却相应收缩的阶段.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中期,以统计分析和形式建模为主要内容的研

究方法精致工作进展迅猛,推动了比较政治明确转向“变项导向”的发展思路.
这样一来,比较政治与强调对研究对象区域做深入的、整全性理解的区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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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LucianW．Pyeand HarryEckstein,PoliticalScienceand AreaStudies:RivalsorPartners?
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５．

ColinHay,PoliticalAnalysis:ACriticalIntroduction,B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MacＧ
millan,２００２,p．１１．

英格尔哈特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的“价值观变迁”研究彼时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直到１９８８年

他才兴奋地宣布“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参见 RonaldInglehart,“TheSilentRevolutioninEurope:InterＧ
generationalChangeinPostＧIndustrialSocieties,”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６５,No．４,
１９７１,pp．９９１Ｇ１０１７;RonaldInglehart,“TheRenaissanceofPoliticalCulture,”TheAmericanPoliticalSciＧ
enceReview,Vol．８２,No．４,１９８８,pp．１２０３Ｇ１２３０;MichaelBrint,AGenealogyofPoliticalCulture．BoulＧ
der:WestviewPress,１９９１;PatrickChabalandJeanＧPascalDaloz,CultureTroubles:PoliticsandtheInterＧ
pretationofMeaning,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０６．

SeymourMartin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Ｇ
calLegitimacy,”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５３,No．１,１９５９,pp．６９Ｇ１０５;SeymourMartin
Lipset,“Th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Revisited:１９９３PresidentialAddress,”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Vol．５９,No．１,１９９４,pp．１Ｇ２２．



形成了明确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分歧.比较政治寻求通则式解释(nomothetic
explanation),区域研究擅长特例式探讨(idiographicinquiry),大体上成为双方

学者在知识诉求上基本都认可的立场.尽管有少量区域研究背景的政治学理

论成果引发了更大范围的争议———最典型的就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C．
Scott)和塞缪尔波普金(SamuelL．Popkin)围绕“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
展开的争论,①以及西达斯考切波(Theda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出
版后招致区域研究专家的批评②———但能够引起政治学家广泛关注的,并非区

域研究对象自身的特殊性,而是议题本身的普遍性(如农民问题、革命问题),
以及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潜力(如理性选择理论、宏观比较历史分析).２０余年

间,政治科学家从事“实证研究、经验研究”的行规俨然成熟,而区域研究专家

则普遍漠视方法论问题,并且不同学科背景的区域研究专家之间或许在概念、
范畴、叙事上可以相互启发,但对跨区域的比较缺乏明显兴趣.

比较政治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逐步走向政治学科内的“高内

聚”、与区域研究趋向“低耦合”,背后当然还有一项重要的知识愿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比较政治研究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科学理论”抱负.而

心理学(行为主义)、社会学(统计分析)、经济学(理性选择)等社会科学领域在

实验、计量道路上的渐次成功,无疑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深刻地牵引了

政治学总体发展趋向.
同一时期,区域研究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明确的“主导范式”.不同学科

背景的区域研究专家在与区域同行和学科同行“两面对话”的过程中,越来越

倾向于学科内对话,相同区域、不同学科研究者相互之间的共同语言、共同兴

趣反而在减少.在计算机技术“加持”下,统计研究与形式建模适用范围迅速

扩张,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趋向日益明显,使得区域研究原本设想

的“跨学科沟通”难以成立,转而把深度的“地方性知识”当作区域研究的显著

贡献.就外部影响而言,只有那些具有共性的、群体或社区层面的启发性概

念,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被政治学界逐渐接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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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amesC．Scott,TheMoralEconomyofthePeasant:RebellionandSubsistenceinSoutheastAsia,
New Haven:Yale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６;SamuelL．Popkin,TheRationalPeasant:ThePoliticalEconoＧ
myofRuralSocietyin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７９.斯科特对这场争论的系统

回应参见JamesC．Scott,“Afterwordto‘MoralEconomies,StateSpaces,andCategoricalViolence’,”AＧ
mericanAnthropologist,Vol．１０７,No．３,２００５,pp．３９５Ｇ４０２.

ElizabethJ．Perry,BookReviewonSkocpol１９７９,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３９,No．３,
１９８０,pp．５３３Ｇ５３５;KeithTribe,“ExtendedReview:TheEndoftheOldOrderinRuralEurope,Peasants
andGovernmentintheRussian Revolution,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s,”TheSociologicalReview,
Vol．２８,No．２,１９８０,pp．４７１Ｇ４７５．



如“道义经济”“日常抵抗”“想象的共同体”等;而像“深描”方法、“剧场国家”隐
喻,则只不过局限于特定的研究主题(如身份认同、族群政治),被秉持“诠释

论”立场的少数政治学者采纳.
尽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到８０年代前半期,受中美接近、第三次印巴战

争、越战终结、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越战争等一系列大事件的影响,中国研究、
东南亚研究和南亚研究领域都曾出现过短暂的热络,但这类即时性问题都未能

对比较政治研究产生长远影响———堪资对照的是,随着大西洋两岸新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的兴起,以及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的出现,立足于重新梳理欧美社会自

身经验的“国家中心论”与“新制度主义”开始为冷战后的比较政治研究定调了.
我们利用谷歌图书查看器(GoogleBooksNgramViewer)搜索“比较政治”

和“区域研究”在谷歌图书(GoogleBooks)英文电子书库中的词频变化趋势,结
果显示,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７０年间,两个关键词的词频呈现出大致同步增长的趋

势,“区域研究”在１９５０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而“比较政治”的显著抬升

主要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１９７０年前后,两个关键词词频都达到了冷战

时期最高峰,这印证了两个领域前２０余年的同步发展,且区域研究显然相对

“热络”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８８年(比较政治在１９７０年之后的

词频最低点),两个关键词词频都有明显下降,两者变动趋势也基本同步,但
“区域研究”的下降幅度更加显著,“比较政治”相对则维持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

来的正常浮动区间,大体处于“不温不火”的盘整期.对照冷战结束后两个关

键词明显的“此消彼长”,这种变动侧面印证了两者之间的“解耦”趋势.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后,“区域研究”与“比较政治”之间的词频差距迅速拉近,趋向大

体相反,并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前后发生交汇反转,生动体现了比较政治渐趋“热
络”的同时,学科内聚度进一步提升,而区域研究则明显走向了衰落,侧面印证

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比较政治在主动与区域研究“脱钩”.

四、脱钩:方法论标准化与质疑区域研究

１９９４年出版的«设计社会调研:定性研究中的因果推断»是冷战后美式

政治学“方法论标准化”的重要标志,①它很快成为政治学方法论教学的“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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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aryKing,RobertO．Keohane,andSidneyVerba,DesigningSocialInquiry:ScientificInferＧ
enceinQualitativeResearch,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４.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８月推出本书新版,增加了基欧汉和金的一篇新版前言,原书内容未做改动.本书中译本将书名译
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其实与原书主旨有较大距离,故本文仍按照英文
原文另译书名.



书”(homily).① 尽管从面世之日起,«设计社会调研»用计量标准给政治学经

验研究定调的狭隘立场,就引起了政治学定性研究拥护者的质疑与批评,但
“用计量行规改造政治学”,仍旧成为难以逆转的学科潮流.加上同一时期理

性选择理论和形式建模的流行,政治学之中秉持个体论立场的“科学方法论”

运动强有力地推动了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脱钩”.

这种“脱钩”不同于“解耦”的要害在于,政治学经验研究过度强调方法上

的严格精确,把测量问题与因果推断置于核心地位,事实上否定了在比较政治

研究中基于实用主义考量,存在“模糊的中心地带”的正当性.② 量化学者用单

一的“计量标准”规定了政治学研究的“品质标准”,用彻底的自然主义立场否

定了政治学内在的人文成分,如此一来,除非与区域研究传统的特例式知识一

刀两断,比较政治研究就无从维护自己的“科学性”.

１９９６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比较政治组主席罗伯特贝茨(RobertH．
Bates)在«组内通讯»上发表了一篇讨论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关系的“主席

信”,③加上翌年«高等教育纪事»报道的渲染,④引发了政治学领域区域研究学

者激烈的争论.贝茨本人就是非洲研究专家出身,但他力倡区域研究应当更

多地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形式模型),更深入地参与政治学科乃至

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对话.尽管贝茨的本意是籍此在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

达成某种“调和”或“综合”,但彼时形式建模与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界如日

中天,其鲜明立场直接遭到了比较政治内部区域研究学者的猛烈抨击.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一份署名“改革先生”的匿名邮件引发了美国的政治学者们激烈讨论,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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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DavidD．Laitin,etal．,“ReviewSymposium:TheQualitativeＧQuantitativeDisputation:Gary
King,RobertO．Keohane,andSidneyVerbasDesigningSocialInquiry:ScientificInferenceinQualitaＧ
tiveResearch,”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８９,No．２,１９９５,pp．４５４Ｇ４８１.这组文章包括

五篇书评及«设计社会调研»三位作者的回应.对«设计社会调研»秉持的统计学世界观(科学观)更为系统

的批评,参见 TimothyJ．McKeown,“CaseStudiesandtheStatisticalWorldview:ReviewofKing,KeoＧ
hane,andVerbasDesigningSocialInquiry:ScientificInferenceinQualitativeResearch,”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５３,No．１,１９９９,pp．１６１Ｇ１９０．

AtulKohli,etal．,“TheRoleofTheoryinComparativePolitics:ASymposium,”WorldPolitics,
Vol．４８,No．１,１９９５,pp．１Ｇ４９．

RobertH．Bates,“LetterfromthePresident:AreaStudiesandtheDiscipline,”APSAＧCP:NewsＧ
letteroftheAPSAOrganizedSectioninComparativePolitics,Vol．７,No．１,１９９６,pp．１Ｇ２．

ChristopherShea,“PoliticalScientistsClashOverValueofAreaStudies,”TheChronicleofHighＧ
erEducation,１０January１９９７,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politicalＧscientistsＧclashＧoverＧvalueＧofＧ
areaＧstudies/,２０２１Ｇ０６Ｇ１４．



直指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及其旗舰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① 反感统计分析、形
式建模与理性选择理论“一统江湖”的学者们,以詹姆斯斯科特为“旗手”,群起

声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为代表的业内“顶级期刊”秉持的狭隘方法论立场.②

尽管来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抗争”,使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做出了一些改革与让

步,但此后２０余年间,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依然走向了量化独大的局面.
在“因果推断革命”的旗号下,③以量化研究标准来衡量,区域研究被视为

“不科学”当然顺理成章.换言之,量化政治学主流,通过把区域研究界定为

“非理论”的描述性工作、只能积累特例式的“地方性知识”,试图彻底将区域研究

归入人文学科范畴.区域研究可以提供理论验证或对策研究所需的实地材料与

历史文献,但对于社会科学所追求的一般性因果理论而言,价值就谈不上了.
在政治学内部,定性研究的拥护者们反对量化研究学者把持“因果推断”

的话语权,从方法论上的细致讨论出发,进行了反驳.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

定性研究学者在承认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导向”和以揭示“因果关系”为要务

这两大前提下,极力维护个案研究和定性比较在政治学中的“科学地位”.④

这种辩护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一是把“本体论问题”带回来,批评“自然主义”
科学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立场背后的疏漏,从批判实在论或社会建构论立场

出发,肯定个案研究和定性比较对于概念建构、理论创新的巨大潜力.⑤其二是重

置“因果关系的本质”,将“因果机制”置于“因果关系”的核心位置,阐明“个案内

推断”在因果推断上的合理性,通过澄清“因果机制”,替代或补足量化研究所追

求的“平均因果效应”;同时,力图说明“平均因果效应”只不过揭示了少数被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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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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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场大讨论的回顾,参见 KristenRenwickMonroe,ed．,Perestroika! TheRaucousRebellionin
PoliticalScience,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DavidD．Laitin,“ThePerestroikanChallenge
toSocialScience,”PoliticsandSociety,Vol．３１,No．１,２００３,pp．１６３Ｇ１８４;DvoraYanowandPeregrine
SchwartzＧShea,“PerestroikaTenYearsAfter:ReflectionsonMethodologicalDiversity,”PS:PoliticalSciＧ
enceandPolitics,Vol．４３,No．４,２０１０,pp．７４１Ｇ７４５.

参见 GerardoL．MunckandRichardSnyder,Passion,Craft,andMethodinComparativePoliＧ
tics,Chapter１１,斯科特的访谈录.

PaulW．Holland,“StatisticsandCausalInference,”JournaloftheAmericanStatisticalAssociaＧ
tion,Vol．８１,No．３９６,１９８６,pp．９４５Ｇ９６０;WilliamRobertsClark,etal．,“Symposium:BigData,CausalInＧ
ference,andFormalTheory:ContradictoryTrendsinPoliticalScience?”PS:PoliticalScience& Politics,
Vol．４８,No．１,２０１５,pp．６５Ｇ１０６．

HenryE．BradyandDavidCollier,eds．,RethinkingSocialInquiry:DiverseTools,SharedStandards,
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２００４;GaryGoertz,MultimethodResearch,CausalMechanisms,andCase
Studies:AnIntegratedApproach,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

AlexanderL．GeorgeandAndrewBennett,CaseStudiesandTheoryDevelopmentinthe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ass．:MITPress,２００５;JonathonW．MosesandTorbjørnL．Knutsen,Waysof
Knowing:CompetingMethodologiesinSocialandPoliticalResearch,２nded．HampshireandNewYork:
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２．



变项之间可疑的静态关联,“因果机制解释”才是对因果效力的动态说明.① 此

外,定性研究学者们主张从关心“因之果”,到转为讨论“果之因”,②用多因素组态

(configuration)逼近对实际结果的充分解释,③而不止于拎出若干必要条件.
在实践层面,定性研究学者们通过对概念构造方式、个案选取标准的详细

讨论,指出了量化研究专注于测量问题的漏洞.进而,他们通过对比较历史分

析、定性比较分析(QCA)、过程追踪、诠释研究、处境分析等“立足个案”(而非

“立足变项”)研究方法的系统提炼,逐渐形成了堪与计量分析和形式建模相抗

衡的解释逻辑.④不过,在实在论还是建构论、结构还是能动性、解释/说明还是

理解/诠释等根本立场问题上,定性研究学者内部的分歧其实也殊难调和.⑤

经过近２０年来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的不懈争论,越来越多来自定量与定性两

大阵营的学者倾向于认可在研究方法上应当保持开放心态,从不同方向推进

“混合方法”研究,并且提出了若干结合思路,比如集合论因果组态研究、嵌套

分析(nestedanalysis).⑥

无独有偶,也是在２０００年,一本试图“超越区域研究之战”的论文集出版.
文集分两部分讨论了“超越学科的议题”(后现代论、理性选择分析、后美国世

界中区域研究各自为政的愿景)和“国际研究与各学科”(人类学、地理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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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GoertzandJamesMahoney,ATaleofTwoCultures: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Research
intheSocialScienc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pp．１００Ｇ１１４．

Ibid．,pp．４１Ｇ５０．
BenoiîtRihouxandCharlesC．Ragin,ConfigurationalComparativeMethods:QualitativeComＧ

parativeAnalysis(QCA)andRelatedTechniques,ThousandOaks:Sage,２００９．
AndrewD．Abbott,MethodsofDiscovery:HeuristicsfortheSocialSciences,NewYork:W．W．

Norton&Co．,２００４;GaryGoertzandJamesMahoney,ATaleofTwoCultures:QualitativeandQuantitaＧ
tiveResearchintheSocialScience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JamesMahoney,
TheLogicofSocialScienc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１．

WilliamOuthwaite,NewPhilosophiesofSocialScience:Realism,Hermeneutics,andCritical
Theory,NewYork:St．MartinsPress,１９８７;MartinHollis,ThePhilosophyofSocialScience:AnIntroＧ
duction,Cambridg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４;DanielLittle,NewDirectionsinthe
PhilosophyofSocialScience,London;NewYork:Rowman& LittlefieldInternational,２０１６．

集合论因果组态研究参见 CharlesC．Ragin,FuzzyＧSetSocialScience,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Press,２０００;CharlesC．Ragin,RedesigningSocialInquiry:FuzzySetsandBeyond,Chicago:UＧ
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０８;BenoiîtRihouxandCharlesC．Ragin,ConfigurationalComparative
Methods: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QCA)andRelatedTechniques,ThousandOaks:Sage,２００９;
CarstenQ．SchneiderandClaudiusWagemann,SetＧTheoreticMethodsfortheSocialSciences:AGuideto
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嵌套分析参见EvanS．
Lieberman,“NestedAnalysisasaMixedＧMethodStrategyforComparativeResearch,”TheAmericanPolitＧ
icalScienceReview,Vol．９９,No．３,２００５,pp．４３５Ｇ４５２;EvanS．Lieberman,“NestedAnalysis:Towardsthe
IntegrationofComparativeＧHistoricalAnalysiswithOtherSocialScienceMethods,”inJamesMahoneyand
KathleenAnnThelen,eds．,AdvancesinComparativeＧHistoricalAnalysis,NewYork:CambridgeUniverＧ
sityPress,２０１５,pp．２４０Ｇ２６３.



学、政治学、历史、语言).① 针对后现代主义对区域研究的影响,文集作者之

一,政治学博士出身的历史学教授大卫吉布斯(DavidN．Gibbs)尖锐地指

出,“语言和社会处境差异”远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也是区域

研究所应着力之处,而后现代论者云山雾绕的言辞,无助于澄清关键问题上的含

混,要么就沦为虚无主义,要么就成了喧宾夺主.在２００４年出版的另一本分九

个地区来回顾区域研究与学科关系的文集中,②多数作者亦赞同区域研究并不应

单纯退回到人文学立场,而需要因应现实的变化,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对话.
令人遗憾的是,多数区域研究专家尤其是亚非和中东区域专家对比较政

治领域深入的方法论战明显不那么在意,③甚至对“诠释政治学”(interpretive
politicalscience)的进展也不大关心.④ 在比较政治２０年方法论战所涉及的大

量研究实例中,对欧美和拉美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反复“重访”与“再解释”,
遥遥领先于以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为对象的研究.对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

的研究,无论是历史文化取向的,还是现实政策取向的,这２０年间在研究方法

上仍 处 于 被 “表 现”(representation)“挪 用”(appropriation)与 “对 象 化”
(Vergegenständlichung)的境地.

面对政治学的“方法论标准化”趋势,区域研究大致出现了三种应对方式:
其一,坚持区域研究的“在场”传统,沿着人类学、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

路径走下去,与量化研究保持距离,秉持诠释论、建构论立场,强调“理解”研究

对象区域文化上的异质性.除了极少数例外,⑤这一立场的区域研究对政治学

经验研究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很难被政治学研究者重视,甚至根本无视.
其二,在新的研究问题引导下,重新界定区域对象,生发出新的研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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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NeilL．Waters,ed．,BeyondtheAreaStudiesWars:TowardsaNewInternationalStudies,HanＧ
overandLondon:MiddleburyCollegePress,２０００．

DavidSzanton,ed．,ThePoliticsofKnowledge:AreaStudiesandtheDisciplines,Berkeley,CA: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２００４.编辑这本文集的直接动力就是在社会科学各领域“学科化”和全球化

加速的双重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于１９９６年取消了所有的区域研究委员会,按照新的议题导向重组

研究网络和项目.
近１０年间也出现了一些从区域研究出发的方法研讨作品,参见 MikkoHuotari,JürgenRülandand

JudithSchlehe,eds．,MethodologyandResearchPracticeinSoutheastAsianStudies,Basingstoke;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４;但相对于比较政治领域的方法论战而言,区域研究的方法讨论大多专注调

研技术,甚少触及理论论证,话题也不够集中,像“民族志”这样常见的方法议题,不同地区不同经验就是常态.
AlanFinlayson,etal．,“TheInterpretiveApproachinPoliticalScience:ASymposium,”British

JournalofPolitic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Vol．６,No．２,２００４,pp．１２９Ｇ１６４;MarkBevirandR．A．W．
Rhodes,eds．,RoutledgeHandbookofInterpretivePoliticalScience,London;New York:Routledge,
２０１５;MarkBevir,ed．,InterpretivePoliticalScience,４vols,LosAngeles:SAGE,２０１０．

在民族主义、族群政治、身份认同政治问题上,一些不那么合乎“实证经验研究”口味的区域研究作

品还是会被政治学者关注到,参见 BenedictAnderson,TheSpectreofComparisons:Nationalism,SouthＧ
eastAsia,andtheWorld,London;NewYork:Verso,１９９８.



传统区域研究名为对“区域”的研究,实际只把眼光盯在特定人群、特定社会

上,反而不那么在意人群与“空间”的互动关系.这和地理学中的聚焦功能性区

位的区域科学(regionalscience)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就
有一些学者借鉴法国年鉴史学派对地中海地区、莱茵河流域做社会经济史讨论

的研究思路,通过突破区域研究以国家、政区划界的传统,从特定经济与社会区

域(往往是次国家的或跨界的)介入对“人与空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经

济网络及相应政治生态的考察.２０年来,这类研究中最为成功地进入比较政治

研究视野的大概就是中世纪到早期现代地中海经济圈的研究所带动的“分析叙

事”,①以及加州学派的“大分流”论题.② 另一个通过重构讨论的对象区域,介
入政治学重大议题的成功范例,就是斯科特对赞米亚(Zomia)的研究———尽管

他所界定的赞米亚区域范围,较之这个概念的起初所指其实大大缩小了.③

其三,也是最近１０年间才受到更多关注的研究思路,是部分对政治学方

法论争议较为敏感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推动比较区域研究(ComparativeArea
Studies).④ 区域研究通常是个别区域内的、个别国家的讨论,比较政治领域中

很多小样本跨国定性研究也尽可能在同一区域内选取研究对象国,做“区域

内”跨国比较,从而变相“控制”社会历史文化差异造成的影响———最常见的研

究实例当然是比较政治行当里有关拉美、西欧、中东欧的区域内跨国比较.而

比较区域研究的提倡者试图追问的是:有没有可能在对区域特殊性保持敏感

的同时,借鉴定性方法的新进展,转向跨区域国家之间的比较(比如“金砖五

国”),并与一般性理论问题对话? 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思路很有诱惑力,因为

它在“一般性议题”导向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上,更符合政治学者的方

法论预期.但这种比较框架下,困难又回到了研究对象国的可比性和区域处

境的特异性上.从事“比较区域研究”的研究者既得面对有关研究结论外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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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的质疑,又较之单一国家研究更难“深入”,若只是浮于其表,泛泛而论,等
于还是回到了“立足变项”的研究思路上.因此,对于比较区域研究来说,个案

选取上的方法论批评难以绕开,就只能通过对研究问题的精心表述,让“比较”
的理由得以成立.因此,相对于前两种应对方式而言,比较区域研究前景很诱

人,但方法论上的自我辩护更麻烦.其实,若考虑到巴林顿摩尔、斯考切波

有关现代化道路和革命研究的经典之作,其实“比较区域研究”早已存在,如今

冠以这顶新帽子,多少还是为了把区域研究尽可能推向政治学者们期待的“理
论化”道路上去.很明显,与第一种立场相比,持后两种立场的学者并不主张

比较政治(或其他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脱钩”.
更为根本的是,量化研究学者推动的方法论标准化同时不断巩固着方法

论上的个体论、还原论立场.而比较政治中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跨国比较,在
很多议题上原本是不能将不同规模的国家方便地视为“同类”来处理的.也就

是说,方法论上的“整体论—个体论”分歧,在比较政治方法论标准化进程中,
其实被“回避”或被“忽略”了.而对强调深入了解对象国具体情况的区域研究

来说,无论如何也得首先明确:特定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个体”层次的,还是“群
体”层次的.从诸如文化、共同体这样的整体层次立论,又以个体层次积累资

料的民族志方法来处理问题,这是区域研究中时常出现的含混之处.因此,无
论是比较政治还是区域研究,“微观—宏观的联结”“个体论—整体论的立场分

歧”其实都还有很多有待澄清的难题.
总之,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政治领域的方法论标准化趋向和

若干重大知识争议,的确还没有被区域研究专家们系统地加以关注.“比较区

域研究”或许是一种直面挑战的回应方式,但还没有形成很清晰的操作法式.
这样一来,由政治学方法论标准化进程带动的与区域研究“脱钩”,就成了无可

奈何的现实.

五、保持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低耦合”

通过对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从“耦合”到“解耦”再到“脱钩”过程的梳理,
我们还是得追问,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可能就此彻底“脱钩”吗? 答案其实很

明确:解耦在所难免,脱钩全无可能.
先说“解耦在所难免”.首先,按照目前的知识组织方式,学科仍旧是基本

的知识单位.任何学者,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背景还是人文

学科背景,终归还是难免要从学科之内“往外看”.区域研究相对于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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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很难从知识体系的内在合理性上加以辩护的.引发区域研究专家对研

究对象兴趣的,或许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但鼓舞区域研究专家持续投入的其实

是“激情”与“移情”.因此,在知识生产的意义上,区域研究是“手艺活”,比较政

治已经变成了“流水线作业”.换言之,“跨学科”或者“多学科”,在缺少研究对象

共识、缺少方法论共识、甚至缺少知识论共识的情况下,就等于“无学科”.比较

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的“解耦”是必要的,是政治学科内聚度提升的自然结果.
其次,早期“耦合”阶段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含糊的“结构功能主义”

元理论共识早已不存在了.如今连比较政治研究本身都没有什么元理论上的

共识可言,隐然呈现出“国关化”(IRＧization)的趋势,①更谈不上与区域研究有

基本的共同立场.
再次,经过“方法论标准化”的洗礼,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的知识诉求

南辕北辙,这种认识分歧很难调和.
最后,经验研究的方法论标准本身就意味着一系列的两难取舍(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内在有效性—普遍适用/外部有效性;定性—定量;个体论—整体

论).再加上政治学理论(实证理论—规范理论)和对象区域国别知识(深入—
广博)方面的各种两难,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比较政治知识建构上的“不可能三

角”(参见下图).对研究者来说,要兼顾理论上有所建树、方法上清晰严谨、区

图　比较政治研究的“不可能三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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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莱廷对一些比较政治学者像国际关系领域的“三大范式”(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
那样,用“理性主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概括比较政治学主要“范式”的调侃,参见 MarkIrvingLichbach
andAlanS．Zuckerman,eds．,ComparativePolitics:Rationality,Culture,andStructure,Cambridge;
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其实这本文集２００９年推出的第２版在内容上有很大变动,
大大降低了“三大范式”的意味.



域国别知识扎实,是极大的挑战.比较政治学者如若选择“高内聚”的学科内

对话,难免首选遵从方法论标准,追求理论创见,这样一来,部分地牺牲掉对区

域国别知识的细致了解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说“脱钩全无可能”.很明显,比较政治研究的经验资料还是具体的区

域国别信息,没有区域国别知识支撑,跨国比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比较政治研究如今日渐侧重立足变项的、“不接地气”的跨国比较,以“因果推

断”为中心任务甚至唯一追求,对计量模型与形式模型过分热衷,事实上呈现

出“走火入魔”的架势.① 甚至在“大数据”流行之际,已经有政治学者明确发表

了政治学就是“数据科学”的宣言.② 但３０年来,比较政治研究中回应现实重

大问题、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贡献到底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呢?
政治学归根结底还是“实践智慧”(Phronesis),得能够去解释回答现实问

题.③问题从哪里来? 没有对区域国别情况的细致把握,只能“从纸面上来,到
纸面上去”,再精致的验证工具,也不可能向壁虚构出切合实际的重大理论问

题.因此,用回归“处境分析”的思路,④降低对脱离具体处境的数量编码式证

据的热情,降低对通则式理论的期待,在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基础上,从立足

个案分析的研究出发,提炼具有潜在创新意义的新的研究假说,远比反复用不

可靠的跨国数据“复现”原本似是而非的研究结论实在的多.正是在理论创新

的意义上,区域国别具体处境的“特异性”之中内涵着“启发性”.对区域国别

研究中呈现的事实材料和经验性概括保持足够的兴趣,是比较政治理论创新

的重要来源.
因此,笔者认为,恰如其分的定位,或许是在提升政治学科内聚度的同时,

让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保持适度的“低耦合”.尤其对于正在蓬勃发展之

中的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来说,以美式政治学学术成果和经验

教训为对照,有意识地让中国的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实现“低耦合”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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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卫华:«比较政治“学”? ———学术史与学科性的反思»,«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６３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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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中国立场看问题,与从英文语境看问题,问题意识是不同的.无论

对比较政治还是区域研究,所谓“前沿”问题都不必看得那么重要,不妨先澄清中

国自身的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问题意识,进而设置中文语境下的研究议程.
其次,区域研究研究全覆盖的条件有没有? 哪些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

的突破点所在? 比较政治研究目前在中国最大的短板,到底是研究方法上的?
还是认识论和问题意识上的? 两相结合,答案是什么? 中国自身的比较政治

与区域研究可能的“接口”在哪里?
最后,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了解比较政治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研究

则不必只顾着去做似是而非的一般性“实证、经验”理论的检验工作.
就中国目前的比较政治研究现状来说,政治学科之内的方法论标准化“压

力”已然呈现,但还没有那么僵化、绝对———中国政治研究领域迄今为止与美

式政治学操作规程还没有那么“接轨”,这或许是件好事,至少这种知识上“野
蛮成长”的空间,给了重新构造中国式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低耦合”的时机.

对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而言,或许需要加以警惕的迷思有三:
第一,民主化几乎成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美式比较政治研究的主导认识

框架或“范式”,至少部分地代替了现代化理论当年的地位.这套知识背后,有
“进步主义”的松散元理论幻影,与当年“保守”的结构功能主义相较,其实两者

同样反历史.但“进步主义”更带有浓厚的目的论色彩,更富有进攻性,更偏意

识形态,而非纯粹的社会理论.
第二,中英文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差异可以暂时搁置,但无法一直回避.

尤其是对于中文这套当今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语言体系而言,中文思

维与英文思维(更准确地说,印欧语系所有的拼音语文背后有大体一致的思维

方式)之间的差异其实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

文社会科学需要实事求是弄懂“西学”,但更需要在引进消化的基础上,看到根

深蒂固的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与生活方式差异,并客观地呈现出来.
第三,科学研究的客观中立不等于“上帝视角”,科学研究始终还是人类从

事的一种社会活动,社会科学更是如此,时空处境、文化差异对于社会科学各

领域的知识生产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影响———这也是区域研究呈现给公众的重

要心得.比较是平视的基础,但理论终归只能“由己及人”,没有可能幻想一套

不带有任何社会文化特质的、纯粹科学的比较政治知识.就此而言,扎实的区

域国别研究可以呈现世界原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有利于澄清中国在世界

的定位,以及中国的政治学在世界各国社会科学中的定位.
如果期待一种“低耦合”状态,那么,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可能的“接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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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笔者的总体看法是:处境分析———一方面,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

不加分辨地把“一般性理论”或“因果推断”作为比较政治研究追逐的唯一目

的,尤其要在关键概念、重要范畴、叙事风格上再三斟酌;另一方面,在承认差

异性的基础上,需要不断探询带有一般性的社会政治模式及其发生的处境条

件,就像“橘生淮北则为枳”并未否认柑橘生长的一般规律一样,澄清社会科学

领域的因果关系及其发生作用的处境条件,至少同样重要.
要把处境分析从解释具体结果、就事论事的印象中“解放”出来,使之上升

为比较政治的一般方法主张,从而能够与区域研究保持“低耦合”,或许还可以

在两个问题上做更多的追问:
认识论“接口”存在吗? 首先,在整体论与个体论之争的层面,基本分析单

位是否一定需要还原? 即:国家、次国家区域、政治组织、社会群体这些分析单

位,到底可不可、需不需向个体层次还原? 多大程度上这是个可以由研究者自

主选择的问题? 其次,实在论立场和建构论立场的本体论争议,到底要不要那

么在意? 窃以为,在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实践层面而言,完全没必要卷入哲学

意义上的“本体论”话题,用“处境化认知”来协调结构与能动性的关联即可,即
把“本体论”争议简化为认识视角问题,根据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做相应取舍.

研究方法“接口”存在吗? 首先,在承认处境差异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需

要放松“经验研究”的测量要求,先老老实实地承认解读/诠释(interpretation)
与解释/说明(explanation)至少在经验研究中提出问题、概念化以及对研究对

象的分类问题上,其实是相互关联的,需要关注意义(meaning)问题,而不必坚

持刻板的自然主义科学立场.其次,在论证技术上,保持充分开放的心态,无
论是立足个案、定性本位的定性比较分析(QCA),还是立足变项、定量本位的

嵌套分析,都不妨大胆地尝试.不必让方法论上的门户之见影响对具体问题

的讨论,但同时需要高度重视研究者手中的量化数据与定性资料到底适不适

合自己属意的研究方法,不只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得在不能蛮干的地

方晓得适可而止.
总之,从经验材料到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在继续往政治学学科内“高内聚”

方向发展的同时,放松一些科学研究认识论上的门户之见,承认“处境条件”之
于“因果解释”的重要价值,它跟区域研究保持良性的“低耦合”互动既是可能

的,更是必要的.只要不把片面的量化方法标准误认为是“科学标准”,比较政

治与区域研究就仍可以并存于一个模块化、分布式的开放知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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